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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

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
但也不要认为人类面临末日，用不着这样

记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一些地方
深受影响。您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多年前，就曾针对气候问题谈
了许多认识。有的认识，与科学界的一些观点不同。当前气候问
题与历史上的气候波动有什么不一样？对此，您有新的思考吗？

葛剑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全球气候变化仍处于历史上曾
出现过的正常波动范围之内。至于最近100年来的地球气候变暖，
这是客观事实。但问题在于，人类用仪器观测气候的历史不过200
年。

我们曾发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中
国古籍中搜集了两万多条材料，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研究子项目，
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长时段参数。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现在的气温，既没有到我国历史上最冷
的时候，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中国从古至今，最冷的时期，年平均
气温比现代低3℃；最暖的时期，年平均气温也比目前高2℃—3℃，
那个时候，在河南安阳一带还生活着水牛和大象等喜暖动物。

当下普遍认为，近年的地球变暖主要源于人类活动。在局部
地区和短期内，这是事实。但为何在人类活动还没有那么频繁的
时期，地球本身的气候仍然会发生变化？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目前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可能性主要有三种：地球本身正在
变暖，人类活动加剧了这一趋势；地球本身并未变暖，完全是人类
活动导致升温；地球本身可能正在变暖，但变暖幅度尚不及人类活
动的影响，一旦超过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将进入显著变暖期。

仅凭温室气体理论，恐怕还难以解释很多事实。比如在商朝
时期，中国人口稀少，根本没有工业，更谈不上大量排放温室气体，
为何当时气候依然温暖？研究人类活动固然重要，但有没有针对
地球本身气候演变规律的系统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纬度的大国，有足够的地理回旋余地。当初黄
河流域气候宜人时，长江流域相对湿热；等黄河流域转冷，长江流
域反而变得适宜。

地理学家早有预测：未来三四十年，中国北方将重新进入湿润
期。这一预测目前已被验证——近年来北方降水量显著增加。我
去内蒙古、新疆调研时发现，那些过去年降水量仅有100多毫米的
地区，如今普遍增至200毫米甚至300毫米。

近年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能够
实现“锁边”治理，有人工植树造林的巨大功劳，但还有一个因素其
实是降水量的增加。

我在《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这本书里就提过：不能无忧，
不必过虑。我们当然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但也不要认为地球正
走向毁灭、人类面临末日，用不着这样。

处在温带的大河，才能诞生复杂的文明
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交相辉映孕育赓续中华文明

记者：人类的生存繁衍无不倚赖天气、气候和水资源环境，人
类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也随其调整。我们知道，古代文明主
要诞生在大江大河流域，如何理解气候问题在人类文明历程中的
位置？

葛剑雄：世界上的重大文明，都依托大江、大河或海洋而形
成。然而在今天的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同时完整地拥有两条世
界级的大河。

尼罗河滋养了埃及，但埃及只拥有其中下游；印度河、恒河虽
哺育了南亚文明，但流域分属多国。黄河、长江，从源头至出海口，
都位于我国境内，历史上很早就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且这两条河都位于北温带。

我们在研究河流文明时，最初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大江
大河本应该产生这个作用。后来我们发现，只有处在温带的大河
才能够发挥作用。

亚马孙河流量位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黄河、长江，但并没有
产生复杂的文明。目前，亚马孙河流域仍然有很多地方人难以进
入，更不用提在那里生存发展。主要就是因为它处在热带。热带
的文化不可能产生多样性，很多都比较单一，有些地方并不是人生
存的最佳环境。另外，在寒带附近，俄罗斯的几条大河，中下游都
处在永久冻土地带，有些地方到目前仍未开发。

而且，长江和黄河有的地方距离比较近。尤其在下游，许多河
段基本平行，通过三方支流很容易进入另一个流域，来进行人流、
物流交通。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离不开这两条大河所
具有的先天条件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
无二。

另一个重要前提是，从一万年到五六千年前，无论在哪里，当
时的人类生产力都非常有限。先民在那时没有工具，直到后来有

了石器，才开始具备生产能力。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对自然地理环
境的依赖是绝对的，自然地理环境起到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气候。地形、地貌、海岸线、土壤和植被
等，虽然也在变化，但是变化速度相对较慢。气候的变化相对更
快，所带来的影响也更显著。

据竺可桢等气象学家研究，距今6000至4000年前，黄河流域
的年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出约2℃，降水充沛。在这样温暖湿润的条
件下，农作物甚至无须人工灌溉，人类也更容易生存繁衍。而当时
长江流域气候过于湿热，植被过于茂密，许多地方类似于现在的热
带丛林，且地势低洼潮湿，传染病流行，虽然不乏一些小气候、小环
境比较特殊的地方，但总体不如黄河流域适宜人类生活、早期生
产。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大约在10万年前，分别从北面、南面进入
的。当时的人类没有一点地理信息，所以他们的迁移都是不自觉、
盲目和无序的。之所以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生存环境，并非具有完
整的地理信息或者高超的选择能力，这些都是经过无数次试错形
成的结果。

相比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更靠近外来文明传入的方向。青铜
冶炼技术、小麦栽培技术、黄牛与绵羊饲养技术等，均由西亚、中亚
传播而来，首先抵达黄河上游或蒙古高原，再沿黄河南下。中国境
内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新疆西部，传到中原需要时间，而传到江
西、湖南则更晚了一两百年；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通过中原
传播过去的，晚了四五百年。

因此，我们先民中的一些人，很幸运地迁入了黄河中下游地
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中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小环境。距今四
五千年前以来，气温总体开始下降。

随着气候的变化，距今3000年以来，黄河流域不如长江流域温
度适宜。随着气温逐步变冷，黄河流域总体气候条件寒冷干燥，而
长江流域变得温暖宜人。

因此，黄河文明不可避免地衰落，主要因素是气候变冷。尽管
总降水量减少，但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的暴雨，会对黄土高原造
成剧烈冲刷。此外，人类的开发对水土保持带来不利影响——一
片荒地或草地并不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如果人工翻腾土壤进行栽
培收割，一旦发生暴雨，就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曾经都在黄河流域，包括长安、洛阳、开
封等，政治中心所在地也是战争动乱的根源。“天灾人祸”共同造成
了黄河流域人口多次南迁。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丧
失了大量人力资源和各类人才，而长江流域相应得到了补充。文
化需要依靠人传播，在没有各种传播媒体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是文
化传播的唯一途径。南宋时期，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长江流域。
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也相继涌入长江流域。

中华文明非常幸运，我们拥有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长江流
域随着气候变得更加适宜，生产力逐渐发展。长江文明的兴起，在
近代有了新的有利条件。先进的文明包括制度、科学技术等，首先
在沿海地区取得进步。

当时，长江始终作为全年通航的黄金水道，而黄河早已断航。
相应地，长江沿岸地区也成为相对发达的地方。自近代以来，上
海、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黄石、汉口、沙市、宜昌、万
州、重庆、宜宾等地，成为相对发达的大中型工矿城市、商业城市和
交通枢纽。当前，我国一大重要战略就是建设长江经济带。

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必须放在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中去研
究，这便是中华文明的特点。由于长江与黄河交相辉映、共同繁
荣，才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

现在有些研究人员，在考虑自然条件或者气候条件时，往往不
考虑宏观方面，只考虑微观方面。气候变化下黄河长江两大文明
的交相辉映，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我们整体上的抗灾能力增强了
对自然因素的敏感性也更高了

记者：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工业、交通、能源乃至供
应链的冲击似乎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剧烈。气候变化的影响似乎
已从遥远的“环境议题”，变成了我们生产生活中“绕不开的约束条
件”。从宏观视角来看，气候变化对生产活动的影响是否正在呈现
系统性扩大和深化的趋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葛剑雄：影响当然是很明显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四年前我到内蒙古考察，到了响沙

湾5A级景区，这里本身是沙漠景观，却雇了300个工人来除草。原
因是，这个地方过去不下雨，现在雨水多了，沙漠里竟然长起草来
了。如果游客坐在观光车上看到全是草，这还叫什么沙漠？更麻
烦的是，滑沙项目因为草长出来了，滑下去有阻力，根本滑不动
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景区，气候一变，它就会受到影响——多雇
300个人，相当于增加了一大笔工资支出。

今年6月中下旬，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遭遇了一场罕见暴雨，
并引发了洪水。降水增加本身是好事，但原来的道路、基础设施，

从来没考虑过防洪。洪水一来，路就被冲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特别是交通设施和通信网络的完

善，一方面，我们整体上的抗灾能力确实增强了；另一方面，我们对
自然因素的敏感性也更高了。

比如，有一年，北方某地高铁、火车突然全都停了，也没有台风
暴雨，后来一查，原来是大风把塑料袋吹起来，挡住了信号灯。高
度的信息化条件下，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网络都会受影响。

从这个角度讲，气候哪怕是很微小的变化，有时都会影响到经
济。特别是突破常规的变化。比如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法国一下
热得不行。本来欧洲大部分地方不用空调，像大英博物馆就没有
空调，夏天最热时顶多放个小风扇。现在突然高温一来，中国生产
的那些简易装配、不用打洞的空调，一下子就供不应求了。气候就
是这么影响经济的。

如今，我国北方发生洪水已不稀奇。降水量增加本来是好事，
但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就得跟着调节。对各个产业而言，特别是
农业、交通、旅游，都要密切关注气候变化。

相应地，现在的天气预报精确度在提高。天气预报并不是想
做就能做出来的，也要靠新技术。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高速计算机
运算，解读卫星云图。以前运算速度太慢，数据来不及处理；现在
有了大容量高速计算机，就可以做到了。许多国家最大的计算机，
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用来做天气预报。

但像台风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精确控制，因
为它涉及的变量太多，很多因素还无法规范化，所以台风预报往往
比较滞后，而且很难做到精确。至于地震，到目前为止，能做的是
提前预警，一个是不够精确，另一个是预警时间很短，长的可能几
十秒，短的只有几秒钟。但有总比没有好，我们一直在努力。

对自然历史的态度应是扬长避短
不要总想着“人定胜天”，非要去改变它

记者：中国拥有复杂的地形结构和辽阔的国土空间，能否在未
来气候变化中构成一种天然的“缓冲”或“调节”机制？它能否为产
业布局调整、农业种植迁移提供足够的回旋余地？

葛剑雄：气候变化也好，人类各种活动也好，都有一个幅度范
围。在这个幅度以内，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一旦超出了这个幅度，
就需要去寻找新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回旋余地是比较大的。

比如，有些沙漠，在古代并不是沙漠，是后来沙化的。沙化了
怎么办？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改造它；但如果回旋余地足够
大，也可以暂时先放弃这些地方，转移到更深处去开发。再比如，
海平面升高，总体来讲是一种破坏，但在局部地区，有的港口本来
水深不够，海平面升高了，水深条件反而变好了。

可见，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类对自然历史的态度，应是扬
长避短，不要总想着“人定胜天”，非要去改变它。

有些沙漠如果实在“堵不住”，那就换一种思路，到其他地方去
想办法。另外，在现有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好每一份资源。最典型
的例子是以色列。以色列缺水，这是先天条件决定的，避免不了。
那怎么办？就在水的利用上做文章——一开始把漫灌改成喷灌，
后来又把喷灌改成滴灌，每一滴水都直接滴在植物的根部，一点不
浪费。以色列的条件那么艰苦，现在不仅能出口蔬菜花卉，还能出
口最先进的节水技术。

更进一步，海水淡化技术也在发展。一开始成本很高，现在海
水淡化的成本已经跟生产自来水差不多了。这样一来，水资源就
更加丰富了。

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是相对的，有的可以相互转化，有的可以
用新思路来解决，有的要靠技术进步。但无论如何，顺应地理条
件，永远是最节约、最高效的办法。

我们讲经济全球化，本质就是经济要素的最合理配置。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是要在中国实现要素配置“全国一盘
棋”——在最合适的地方生产，因为那里的环境条件最好。

比如，现在很多算力中心都转移到贵州去了，为什么？因为贵
州气温相对较低。大型计算机运行起来，光是冷却用水就消耗巨
大。放在贵州，就能大大节约成本，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数据
传输受距离影响越来越小，这就是因地制宜、合理利用。

对新能源的利用，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很多地方在建抽水蓄
能电站。因为太阳能只有白天才有，发的电要储存下来成本比较
高，不用的时候白白浪费，到了用电高峰又不够用。抽水蓄能就是
利用电力充裕的时候，把水抽到高处，等到用电高峰，再用水的势
能来发电，起到调节作用。

还有太阳能，我们一般是把光直接转化为电能。但在敦煌又
建了一种新的发电站——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和常见的光伏发电
站原理不同，不是直接转化，而是用大量的镜子把光聚焦在一个大
锅炉上，先生产蒸汽，再用蒸汽发电。

我们现在有各种方法、各种形式，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这
就是我所讲的——不能无忧，但也不必过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周磊 见习记者 刘少新）

专访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

气候变化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是相对的
顺应地理条件永远是最节约、最高效的办法

今年入汛以来，全

国降雨次数偏多、时空

分布不均，极端天气频

发，中小河流洪水多发

重发、致灾性突出。

前不久，继首个登

陆我国的台风“美莎

克”致相关地区强降雨

后，超强台风“巴威”又

接踵北上，给中东部、

京津冀及东北带来持

续性强降雨。

复旦大学文科特

聘资深教授葛剑雄，曾

在1998年出版的《未

来生存空间·自然空

间》一书中，结合其历

史地理学等专业所长，

谈了对气候变化、自然

灾害、人类生存发展等

问题的认识。时隔二

十多年，面对极端天气

带来的新问题，葛剑雄

教授又有哪些新的思

考？7月14日，在“江

河论坛：古国时代与

王国时代长江流域与

黄河流域文化交融学

术研讨会”上，湖北日

报《理论周刊》就此对

他进行了专访。

一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五千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迁图

以我国五千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
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

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
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

——摘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葛剑雄接受湖北日报《理论周刊》专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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